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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传统文化根基

沈 湘 平

摘　要：现代化与传统并非简单二元对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有其传统文化的

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解答西方现代化道路总问题也是人类总体性危机的

基本提示，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扬弃和超越西方现代化道路的重要逻辑之一。作为

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之一的 “中和位育、安所遂生”理念与实践正是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的内在底蕴和传统文化基因，其核心要义在于：天地乃生命之本体，人与万物共

生、并育，安所、守位方能并育、遂生，致中和而参赞化育是人的最佳选择，生而

有道则存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这一理念的继承、发展可以从 “生”“位”“所”

“育”四个角度体现出来，即生命至上和追求美好生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

系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各得其所和各尽所能，以存在看待发展和以发展成就生

命。不过，“中和位育、安所遂生”理念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底蕴式作用目前尚

未得到足够自觉的彰显，亟须引起高度重视与深入开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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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什么意
义上是 “中国式”的？其在众多现代化道路的 “他者”“既有”中有什么独特规定？

其自身又是如何可能的？寻找其传统文化根基是理解这些问题的重要方面，但这也
是人们在讨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时往往容易忽视的方面———因为不少人有这样的
“成见”：现代化就是对包括传统文化在内的前现代性的超越；彻底批判传统文化正
是中国现代化得以真正开端的重要背景；中国传统文化即使有优秀的部分，也需要
等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去挖掘、转化、创新才能为现代化所用。其实，中国式
现代化道路也是对５０００多年中华文明及其积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而来
的，“中和位育、安所遂生”的理念与实践是其内在底蕴和重要基因。

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有其传统文化根基

现代化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起源于西方，而西方对现代化的理解又与发端于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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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现代性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本质关联。一方面，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现
代性的历史展开与不断实现；另一方面，现代性又表现为现代化形成的本质特征与状
态。现代性可以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重维度进行理解，但现代性至今仍在两
个最基本的意义上使用：编年史和价值意义。前者意味着现代时期，与古代时期相
对；后者则是人主动谋求的一种与过去的决裂，人们从未来而不是从过去的传统和历
史典范中寻找自己时代的合理性———现代性被理解为一种与古代对比之下的总体的生
存样式、品质和文化 “情境”。无疑，在两种最基本的意义上现代性都意味着将古代、

传统作为自我规定的 “他者”。与此相应，西方现代化理论的 “基本结构建立在 ‘传
统与现代性’这对对立的概念上”。① 当中国从近代落后挨打的历史教训中走向现代
化时，长期内蕴着对落后的恐惧和追赶西方的焦虑，甚至直接提出过多少年实现
“赶”“超”的目标任务。而这种恐惧和焦虑反过来产生了一种强大的内省式归因逻
辑与决绝的行动取向，那就是彻底甚或是矫枉过正式地批判传统及其文化，认为唯
其如此，才能赶上时代，尽快实现现代化。但是，当我们今天回顾走过的现代化之
路，其能创造出全新道路、比较成功地避开西方式现代化陷阱，除去马克思主义的
科学指导外，一个重要原因恰恰在于它有着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根基。

１．现代化与传统文化本就是辩证的关系。检视诞生自西方的现代化的历史及其理
论，现代性与前现代性的断裂往往被夸大了，历史的真实是现代性的动力深深扎根于
前现代之中。西方现代性最初只是文艺创作中体现出来的与众不同的新奇性，但并不
是谋求一种对传统的彻底决裂。而且，源远流长的人类历史也足够教导我们，返本开
新是人类思想智识发展的基本路径和方法。例如，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初衷就在于复
兴古希腊、罗马的文化艺术，而正是文艺复兴运动孕育和开创了所谓现代性。因此，
“要探明现代社会和思想的问题起源，需要关注古代性 （Ａｎｔｉｋｅ）与现代性的实质关
联。古代文化仍是现代世界的实质性基因之一，它通过晚期中世纪文化和文艺复兴而
成为近代世界的形成因素”。② 的确，当我们考察现代性时，固然要重视现代性的与
众不同，否则难以明了它的自我规定。但也必须注意到，现代性及现代化不是天外
飞仙和空穴来风，现代化之根恰恰深深根植于传统之中，隐藏于历史阶段标志林立
的异质性背后是历史连续性的真实。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也告诉我们，我们总是
在试图创新，但却无往而不在传统之中，我们只是在传统中创造着新的传统。

传统是现代化生长的资源，在西方是这样，在中国也是这样而且应该是这样。

贺麟如下说法代表着很多人文学者的观点：“在思想与文化的范围里，现代决不可与
古代脱节。任何一个现代的新思想，如果与过去的文化完全没有关系，便有如无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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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水、无本之木，绝不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文化或历史虽然不免经外族的入侵
和内部的分崩瓦解，但也总必有或应有其连续性。”① 尽管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已
经失去了一个完全从传统中自生自发诞生出现代化的机会，但好在其传统根基虽
经磨难而尚在，我们事实上是在不知不觉中以几千年 “经验变先验”而来的本能，

传承着那些基因性的东西———今天我们需要做的不过是如何更加自觉地传承罢了。

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现代化也是如此。罗荣渠在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指出，“作为思想遗产的传统文化绝不能在现代化进程中加以抛弃”，他预言
“未来的 ‘超现代’有可能在某些方面与 ‘前现代’相通”，并断言 “儒教文化中
的人文价值与道德规范的丰富内涵，在现代化阶段丧失时效，却完全可能在超越
现代化的阶段中推陈出新，恢复活力，为全球性多元化的社会新整合做出重大贡
献”。② 今天，中国进入了新时代并站在新发展阶段上，这样的状态正在逐渐清晰
起来。

２．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 “中国
式”体现在哪儿？归结起来，就在于亘古未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
道路说到底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我们开辟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③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是对中华文明５０００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④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植根在中国人内心”，“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 “中华民族的基因”
“民族文化血脉”“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国人 “有别于
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是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是如此博厚、高明、坚韧和强大，以至其作为近现代历史一种先在、先验
的力量，不是人们去选择它，而是它在筛选所有的思想主张和政治力量———谁能继
承、发扬这种强大的基因并能实现其现代性的转换，谁就能站得住脚、生根发芽、

蓬勃发展。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到了！中国共产党自觉传承
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为 “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⑤

对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的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我们不仅要追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还要追问共产党为什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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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答案 “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①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不仅因为其基本
原理是科学的，还因为其拥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品质———或者说与时俱进是其科
学性的重要体现。始终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② 既是中国共产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新征
程中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基本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
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由不太自觉到高度自觉、由表
浅结合到深度融合的历史。观乎今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这一结合的高度自觉，

固然有着 “更好”的应然范导，但本身也是对已然、实然状态的客观认识。

３．西方现代化道路总问题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解答。“中国式”有一个重要的
“他者”，那就是西方现代化道路。西方是现代化的发源地，至今拥有着包括话语权
在内的极大势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事实上与之在逻辑上不是 “同时代”的，而是
性质迥异的扬弃、超越关系。这种扬弃与超越至少包含着三重逻辑。一是中国具体
实际的逻辑，这是从近代西方现代化引入中国之初就自觉不自觉地存在着的，更多
地是从形式上解决本土化问题。二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逻辑，不仅是以所有制为核心
的生产关系根本变革，也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全方位扬弃。从思想文化的
角度看，主要是自觉解决了精神主动性③和指导思想先进性的问题。三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逻辑，对现代化起到濡化、矫正、加魅的作用，解决的是文化滋养与精
神家园的问题，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马
克斯·韦伯认为现代化就是合理化，本质上是工具理性化，世界因之 “祛魅”
（Ｄｉｓｅｎｃｈａｎｔｍｅｎｔ）。罗荣渠主张，相对于西方而言，“在现代化阶段缺少工具理性价
值的文化资源，被西方价值观视为无价值的东西，也可能具有超越的价值”。④ 这种
“可能”在今天中国已经变成生动的现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时间上产生于前现代时期，但其从未中断，始终作为基因
而延续，始终无声、无形地发挥着作用，尽管其发挥作用的机制迄今人们还研究甚
少。毋庸讳言，当今人类处于一种总体性的困境之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
自身关系都面临着诸多难题、挑战和危机。从根本上说，这种困境主要是西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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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现代化发展所孕育和带来的。着眼人类未来，在反思西方现代化的同时，激活
非西方的文化智慧以破解人类困境是当务之急。中华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孕育
和积淀了与源自古希腊罗马的西方文化迥异的智慧，其中许多都与当今时代具有共
鸣点，具有永恒而普遍的意义。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
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
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② 在此意义上，作为对西方
现代化扬弃与超越的重要逻辑之一，产生于前现代、曾经仅仅被视作地方性知识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今天本身就具有了世界性、人类性的维度。

１００年前，在中国因救亡图存而兴起现代文化启蒙的 “觉醒年代”，一批知晓西
方发展状况而又秉持中国传统文化立场的学者就逆当时总体 “西化”的潮流而行，

对西方现代化进行过整体性的批判，并试图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底探求人类发展新
路。例如辜鸿铭就认为，“欧洲文明是比物质文明还次要的机械文明”，“欧洲并未在
发现和理解真正的文明、文明的基础、意义上下多少功夫，而是倾全力于增加文明
利器”，因而无法与中国的文明相提并论，中国文化的目的就在于 “创造新的社
会”，③ 应当以中华文明去救治西方文明。再如梁启超认为，欧洲依靠科学，“一百
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
来许多灾难”；他在探讨 “新文明再造之前途”时，认为中国人对世界文明有大责
任，因此发出这样的号召：“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
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④ 辜鸿铭
等人在当时并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革新派，其思想仍然带有传统文化的保守性一面。

站在大历史观的背景下可以看出，由于众所周知的时代错位，这些观点在当时可谓
“言之谆谆，听之藐藐”，甚至有些滑稽。的确，不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并
以巨大历史主动精神通过现代化赶上时代，任何以传统文化为根底探求人类发展新
路的想法都只能是一种空想。虽然辜鸿铭等人的思想在当时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并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但站在当今时代的大历史背景下，我们仍然可
以从中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且这些研究中不仅一些具体观点对今天有借鉴意
义，而且从正反两方面启示我们：探寻中国现代化的传统文化根基必须立足现代化，

从解答西方现代化总问题的角度进行 “从后思索”，抓住最紧要的部分。

按照上述启示进行判断，百年前在以中国传统文化反思西方现代化、试图为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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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文集》下册，黄兴涛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３０９、２７９、３２８页。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年，第１８、５２页。



找到现代化新路方面，真正达到相当学理高度的是社会学家潘光旦。他在１９２６年发表

了 《生物学观点下之孔门社会哲学》一文。一方面，在理论上，他通过对当时西学东

渐的社会生物学、社会哲学进行研究，认为儒家思想其实比它们更加精切。他说：

“绳以今日社会生物学之学理，则可知孔门学识独到之处，有足惊人者”；“自来言社

会哲学者多矣，顾以与孔门之社会哲学较，不失之过于抽象，即失之过于偏激；抽象

者不顾事实而事冥思，偏激者，十分哲学，根据事实者半，出乎情感者亦半。”而孔

门社会哲学则 “美备精切”。另一方面，经过实际观察，他发现 “二三百年来西方社

会状况之日益紊乱，论者谓一由于群众之嚣张，而人才转趋消极；再由于家庭之瓦

解，而感情滥用者多。果尔，则前途不欲解决社会问题则已，否则一种差分的社会哲

学与社会政策若孔门所提倡者，殆为事理上所不可免矣”。① 既而，在一系列文章中，

他将优生学、遗传学和传统儒家结合起来，在当时西方进化论之中国理解 “物竞天

择、适者生存”几成公理的背景下，逐渐形成了与之相反的所谓 “新人文史观”“人

化的社会学”。其中，“位育论”是其核心洞见。今天看来，尽管潘光旦的相关思想

有意无意地局限在社会学、生物学、教育学等领域，但其洞见是极其深刻的。

我们继续深入研究将会发现，正是位育论赋予了中国现代化总体超越西方现代

化的重要底蕴，它正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传统文化根基所在。可以说，我们探寻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传统文化根基不是简单地将整个传统文化作为根基，而是要坚

持现实导向、问题导向，即从解答西方现代化总问题的角度去反思。

二、“中和位育、安所遂生”的核心要义

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西方现代化的总问题是生存危机，而中国在现代化进

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类似问题，这就意味着我们寻找的那个根基一定是传统文化

中有关生存的核心思想，而不是其他思想。虽然潘光旦没有留下对位育论的系统阐

述，其思想散见于不同时期的多篇论文中，但是他在一篇题为 《“位育”？》的短文中

对自己的洞见进行了最为简洁的介绍。他指出，“位育”一词源于 《中庸》中的 “致

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他还引用朱熹 《中庸集注》中的 “位者，安其所也；

育者，遂其生也”说明之：“所以 ‘安所遂生’，不妨叫做 ‘位育’”。他说，西洋演

化论传入后，国人才明了生物界所谓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或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的现象，最早翻译为
“适应”或 “顺应”，而 “适应的现象原有两方面，一是静的，指生物在环境里所处

的地位；二是动的，指生物自身的发育。地位和发育的缩写，便是 ‘位育’”。②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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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文集》第８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２４、１６１、１２４页。
《潘光旦文集》第８卷，第４３９页。



《中国古典的精髓》一文中，辜鸿铭事实上将 “位育”理解为 “秩序和进步”。①
“位”与 “秩序”、“育”与 “进步” （辜有时也说 “发展”），可谓融通古今中西的
“一种共识、各自表述”。

其实，“中和位育、安所遂生”② 的思想早在 《周易》中就已经奠定了。《周易》

的世界观是天、地、人三才，其中乾坤两卦象征天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周易·乾卦第一》）；③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坤卦第二》）。天刚
健有为，运动不已；地厚重宽广，容养万物。“夫 《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
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 《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周易·系辞上传》）人生天地间，天地设置了人的 “位”，按照 《周易》的道理修
养和涵存自己的德性，才是人生、社会的真谛所在。“天地设位”于前，人效法天地
以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性存存”于后，前者为 “位”，后者为 “育”，可谓位
育思想之内核已然清晰明确。《周易》还有云：“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
利贞。”（《周易·乾卦第一》）天道变化，生育万物，每一事物都有其独特的生命与
本性、位置和存在的价值，若能协调并济，形成最高的和谐状态，就能大吉大利。
“正”“性命”而 “保合太和”乃 “利”，也在本体的意义上几乎点出了位育论的全部
思想。

在综合朱熹、辜鸿铭、潘光旦等人论述的基础上再加以研究，我们认为，完整
理解 “中和位育、安所遂生”的理念，至少要把握如下核心要义。

１．天地乃生命之本体。确如牟宗三指出的，与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关心自然相
比，中国文化及其哲学所关心的是生命，儒释道三家所阐发的性理、玄理、空理都
是生命的学问。④ 中国的本体论即道论是一种生命本体论。一方面，正如荀子所论：
“天地者，生之本”（《荀子·礼论》）；《礼记》亦曰：“万物本乎天”（《礼记·郊特
牲》）。生命本源于天地。另一方面， “天地之大德曰生” （《周易·系辞下传》）。
“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道 “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周易·

系辞上传》）；天地虽无言，但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天地运
行的终极规律与最大恩德、功德是一切生命得以可能的根据，那便是为万物和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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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辜鸿铭文集》下册，第３２８页。
虽然 “安所遂生”源于朱熹对 “位育”的解释，但一如后文所示，“中和位育”更侧重
于规律的揭示，而 “安所遂生”更侧重于价值的诉求； “位”与 “所”、 “育”与 “生”
的内涵也不完全一样。因此，“中和位育、安所遂生”的表达更为直接和完整。
本文所引 《周易》文，皆从黄寿祺、张善文译注： 《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２００７年。
参见牟宗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１页。
美国学者白璧德 （Ｂａｂｂｉｔｔ）认为，“在探寻自然之道的真理的过程中，欧洲人忽略了谦
逊的真理———内在生命的真理”。（何兆武、柳卸林主编：《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
国文化》下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０３页）



提供生生不息的环境——— “天地设位”，让各类生命各得其所。当然，“生”不仅是
自然意义的生 （自然生命），而且有社会意义的生 （社会生命）和价值意义的生 （价

值生命）———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寿”（《老子》第三十三章）；生命的欲望不仅在

于 “生”，而且在于在生的基础上追求好生活 （ｇｏｏｄ　ｌｉｆｅ，美好生活）。

２．人与万物共生、并育。中华传统文化强调的 “生”不只是个体的生，而是整

体的生，即在家、国、天下中与他人共生，进而是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张载
《西铭》），“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但是这里的 “同”

“与”“齐”“一”并非同一的意思，中华传统文化强调的 “共生”是差异性共生，尊
重和包容基于不同历史条件 “生长”出来的多样性、差异性，或者可以反过来说，

中华文化蕴含着这样的一种观念，多样性、差异性是生命永续的前提和基础———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至于不同群体的种种不同生活方式、

礼俗，“此上以为政，下以为俗，而未足为异也”（《列子·汤问》）。进而倡导 “和

而不同”，反对 “同而不和”，认为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万

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天论》）。在中和状态下，“万物并育而

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第三十章），人与人之间、物与物之间、人与物
之间都可以相互成就，彼此获得发展。

３．安所、守位方能并育、遂生。人生天地间，不仅有 “生”的本能欲望，而且

应该效法 “生”这一天地之大德——— “夫 ‘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周易·乾

卦第一》）。何以并育、遂生？道法天地的结论就是安其所、守其位。故 “天地之大

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周易·系辞下传》）。当然，“所”“位”也有自然、社

会、精神的层次差异。“所”不仅是安身之所，而且是安心 （立命）之所，从根本上

说是安生之所。位亦如此。于是，“何以守位”就成为关键，成为道之所在。对于整
个人类而言，在终极的意义上，只有安于天地设置的所，守住天地赋予的位，才能

生存发展。逆天而行、越位、肆意造作都是非生的无道行为。对于每个个体而言，

首先必须有所可安、有位可守———这些主要由社会提供和保障；其次必须心有所属、

心有所安、心有所守———君子 “修身以俟之”（《孟子·尽心上》）。否则，就会严重
“内卷”“内耗”，不能 “生”“育”。对于执政者而言，“守位”成为治国理政之首要。

“何以守位？曰仁”（《周易·系辞下传》），而仁者爱人，故其 “位”的合法性就来

自是否能让百姓有所可安、有位可守，能否安所遂生。总之，“只有先确立秩序———

道德秩序，然后，社会的发展就会自然地发生，在无秩序———无道德秩序的地方，

真正的或实际的进步是不可能有的。”①

４．致中和而参赞化育是人的最佳选择。天地设位而人类必须安所、守位才能遂

生，但绝不意味着人在天地之间是完全被动、没有主体性的。事实上，最高的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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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辜鸿铭文集》下册，第３２８页。



性、主体性恰恰是基于对受动性的深刻认识，建立在对天地本体之性充分领悟的基

础上，其发窍之处则在于 “诚”。“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

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

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第二十二章）以诚尽性而致中和，“中也

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

庸》第一章）朱熹注曰： “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少偏倚，而其守不

失，则极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谬，而无适不

然，则极其和而万物育矣。”①王阳明引 《周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而述，认为
“中和位育便是尽性至命”。②辜鸿铭将之解释为：“文化的目的，不仅在于人类，而

且在于使所有被创造的事物都能得到充分地成长和发展”。③ 基于此，人在天地间的

正确站位及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合理方式，也是最文明、智慧、美好的方式———辜鸿

铭认为中国语言中 “文明”从其文字构成来看，是由 “美好和智慧”组合而成，“即

美好与智慧的东西就是文明”，④ 就在于赞助而非设计性地改造世界。马克斯·韦伯

也曾在其 《儒教与道教》中指出，以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思想为代表的东西文化都是

理性主义，但根本区别在于：“儒教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性地适应世界；清教理性主义

则意味着理性地把握世界。”⑤ 对世界的理性适应正是 “中和位育、安所遂生”最为

紧要的内涵所在。

５．生而有道则存之。生命的欲望不仅在于 “生”，而且在于 “存”，也就是可持

续地生，而且追求终极的幸福、美好生活。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 （《周易·序卦

传》），故求位育、得位育以及安所遂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

持续的或需要不断 “再生产”的过程。在此流变的历史中，这种 “存”也不应该是

刻舟求剑地安于原来的 “所”、守其原来的 “位”，一切都要因时而变、依道而行：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生不可以无宰，俟有道以存之；位不可以无

寄，□有德以尊之。”⑥ “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周易·系辞上传》）。而

君子总是 “时中”，“以茂对时育万物”（《周易·无妄卦第二十五》）———在动态中

求得一种有机的平衡。正所谓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而
“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周易·系辞上传》）。作为一种实践智慧，甚至要有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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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第１８页。
王守仁撰：《王阳明全集》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３４页。
《辜鸿铭文集》下册，第３２８页。
《辜鸿铭文集》下册，第３３０页。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５年，第２９９页。
苗神客：《大唐故右虞候副率检校左领军卫将军上柱国乙速孤府君碑铭并序》，周绍良
主编：《全唐文新编》第１部第４册，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２８２页。
“□”为缺字。



恒常的忧患意识、逆向思维以对 “生”进行动态的反思性 “监控”：“危者，安其位
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

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周易·系辞下传》）。
“中和位育、安所遂生”的理念在中国古代绝不仅是文本意义上的，还成了一种

民族文化基因和统治者的政治哲学，在其实际的治国理政和对外交往中得到了检验。

或者说，中国历史自身就已经证明，凡是自觉遵循这些洞见的时代，就是中国最为
光辉的时代；凡是有违这些洞见的时代，就是中国比较低落的时代。例如，在唐代，

中国文化宽容多元，不仅儒释道三家并立，而且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在中国
都有传播。其中，作为当时基督教一支的景教 （基督教聂斯脱里派）兴盛一时。今
保存于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中的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了基督教的基本教
义、在中国的传播情况以及唐代皇帝对待这件事的态度。唐太宗说：“道无常名，圣

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认为基督教 “济物利人，宜行天下”。① 可见，“密
济群生”“济物利人”即 “遂生”是其目的和标准。再如，在哥伦布开启大航海时代
之前中国明代的郑和已经下西洋，但是两者的历史效果迥然有异。前者事实上开启
了西方殖民侵略东方的历史，而后者则成为后世备受追忆的和平之旅。差别的原因
何在？我们至少可以从哥伦布和郑和航海各自的初衷窥见一二。１４９２年４月１７日
这天，西班牙国王和哥伦布签订了著名的 《圣塔非协定》，事先封哥伦布为将要发现
的土地的统治者；哥伦布有权把新土地上总收入的二十分之一留为己有。同一天，

国王为哥伦布签署通行证，其中写道：“我等现派遣克里斯托巴尔·阁龙 （Ｃｒｉｓｔóｂａｌ
Ｃｏｌóｎ，即哥伦布———译者注）率快帆艇三艘，取海路驶向诸印度地域，以尽效劳天
主之职，宣扬天主教之教义及商讨对我等有利之事与公共之事业等问题。”② 成为殖
民地的统治者、获得利益，同时 “以尽效劳天主之职”“宣扬天主教之教义”，这样
“神圣”和世俗的动机与郑和下西洋的动机形成鲜明对比。郑和下西洋所携带的明成
祖敕谕曰：“朕奉天命君主天下。一体上帝之心，施恩布德。凡覆载之内日月所照、

霜露所濡之处，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业，不至失所。今遣郑和赍敕普谕朕
意。尔等祗顺天道，恪守朕言，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
共享太平之福。”③ 无疑，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帝国的自负、傲慢十分明显，“欲耀
兵异域，示中国富强”④ 之心也昭然若揭。但 “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业，不
至失所”的出发点与其对内治国理政的根据是一致的，其下西洋的实际行动也与其出
发点是一致的。“遂其生业，不至失所”就是安所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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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力光编：《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２—１３页。
张至善：《哥伦布首次西航时所带致大汗的国书初探———阿拉贡王室档案馆收藏的通行
证书和介绍公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４年第１期。
李士厚撰：《郑和家谱考释·故马公墓志铭》，昆明：云南正中书局，１９３７年，第４页。
张廷玉撰：《明史》第２６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７７６６页。



综上可见，“中和位育、安所遂生”理念，不仅是一种可资分析社会的社会哲学
或社会学，而且是基于生命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的统一，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宇
宙观、发展观、实践观、人本观，强调以人为中心的整体系统、自然协调、相互成
就、中正和谐、适所宜人和永续发展。这一理念奠基于 《周易》，阐明于 《中庸》并
成为其核心思想，是作为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家文化的统摄性思想，涵盖传统文化的方
方面面，集中体现了 “中国文化的精髓”。① 这一经过中华民族漫长历史实践检验的理
念，曾经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觉遵循和 “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文化本能，是中华民族
哲学意义上的重要精神标识。更为重要的是，“中和位育、安所遂生”不只是中国人
前现代的民族性理解和地方性知识，还揭示了人类文明的本体性理解和本质性追
求———西方现代性的理解甚至只构成其一种特殊的方式，也蕴含着解答今日人类困境
的基本提示。辜鸿铭将 《中庸》标题翻译为英文时就写为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Ｏｒｄｅｒ，即普
遍的秩序，② 就是意在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普遍性。正如荀子所言：“人伦并处，

同求而异道，同欲而异知，生也。”（《荀子·富国》）安所遂生是人之大欲、同欲同
求，是人类文明的原初动力和本质追求，也是一切人类社会秩序、生活样式之合法性
的终极根据；对其理解与描述，不过是中西 “异道”、古今 “异知”罢了。较之西方
浩瀚的相关论说，中国古人的洞见确实可谓 “美备精切”。以中国传统文化观之，今
日人类之困境或西方现代化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类面临着生存危机，丧失 “本体性安
全”（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而 “不得安生”、行将 “不育”、于人 “不利”，原因则在于
其现代化理论未能 “生而有道”，导致 “位育失当”“流离失所”。解决问题、化解危
机的出路就在于开创出一条真正 “中和位育、安所遂生”的现代化道路，③ 而这条道
路的现实版本正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 “中和位育、安所遂生”的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国是在中华民族存亡之际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最开始很多人对共产主义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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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文集》下册，第３２８页。
《辜鸿铭文集》下册，第５２６页。
季羡林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多次重申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西方不亮东方亮”的
主张，认为昌盛了几百年、极大推进人类进步的西方文化今天 “已经逐渐呈现出强弩
之末的样子，大有难以为继之势了。具体表现是西方文化产生了一些威胁人类生存的
弊端，……这些弊端的原因，是根植于西方的基本思维模式。因为思维模式是一切文
化的基础，思维模式的不同，是不同文化体系的根本不同”。 “只有中国文化、东方文
化可以拯救世界”。参见季羡林： 《季羡林谈东西方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第１９９、９页。



解也大多以传统文化 “大同”理想比附之。中国共产党出场的直接目的是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结束混乱、创造秩序，使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 （“站起来”），追求进

步、以发展 “赶上时代”（“富起来”“强起来”），使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能安所遂

生。纵观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推动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
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和位育、安所遂生”思想基因的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具体可以从 “生”“位”“所”“育”四个角度来考察。

１．“生”：生命至上和追求美好生活。马克思确认，“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

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① “诸个体”② 就意味着人的存在一定是共在，生
存一定是共存。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崇生、并育思想是高度契合的。如前所述，生

命的欲望不仅在于生而存之，而且在于在生存基础上追求幸福美好的生活，而马克

思主义所奋斗的一切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与幸福。因为有着与马克思主义深相契合

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这方面与西方现代化有着根本性的差别。

一是在前提、底线上，与西方崇尚个人自由至上不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放在第一位，强调人权首先是生存权，

实施一系列民生兜底工程，不仅以精准扶贫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而且践

行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③ 的理

念，使得全体人民的生命健康和生活水平在现代化过程中有了极大提高。二是在目
标、使命上，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为人民

谋幸福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始终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终极

奋斗目标，并以脚踏实地的战略步骤加以逐步实现，这也与西方形成鲜明对比。三

是在立足点、格局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视野和中国传统
文化的天下情怀，超越西方民族国家 “优先”的狭隘眼光，“以天下观天下”，在尊

重各民族国家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揭示出全人类共同价值，倡议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同时，倡导各国 “秉持生态文明理念，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共同

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④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为民族谋复兴，而且为人类谋大
同，为解决人类生存危机贡献智慧，让全人类中的诸国家、诸民族、诸个体都能安

所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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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１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原译文中 “个人”的德文原文为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ｅｎ，是复数形
式，译为 “诸个体”更恰当。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３卷，第６６页。
习近平：《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在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
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２日）》，《人民日报》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３日，第

２版。



２．“位”：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在中国古代经典

里，‘文明’的真正含义在于 ‘秩序与发展’……有秩序———道德秩序，就有了社会

的进步”。①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明确提出 “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强调必须有

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改革。后来，明确将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作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发展的全局性重大问题。其中，稳定是前提，是发展、改

革必备的政治社会条件。稳定、有秩序就是要保障 “位”，改革、发展就是 “育”，

强调稳定、秩序的前提性地位，本质上是对西方所谓自由与秩序优先性问题的中国

式解答，与西方迥然不同。在谋求自身发展方面，中国特别强调落实总体国家安全

观，统筹好安全和发展两件大事，坚持和完善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共同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实现国泰民安。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在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提出 “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

系改革和建设，以中和位育的中国智慧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局”

说到底就是秩序，“大变局”后的新局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新秩序。在应对风险社会的

挑战方面，中国以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充分认识到人类面临的不确定风险越来越复

杂和不可精准预测，强调既要高度警惕 “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 “灰犀牛”事件，

要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类重大风险挑战，从而保障个人的

安全、民族国家的稳定发展和世界的有序进步。

３．“所”：各得其所和各尽所能。“所”不止于物理处所，而是规则、秩序所束

集的社会时空。从系统论角度看，“所”体现为一定功能的时空结构，具有承载功能

和生发意义的价值。对人而言，“所”既是确定的出发基础，也是可以回归的安全依

靠，更是稳定的、可期待的 “生”的可能性集合。故 《老子》曰：“不失其所者久”

（《老子》第三十三章）。为此，一方面需要通过社会制度安排使差异性的诸个体都能

获得自己可以安的 “所”，即恰当的外在环境 （社会时空）和内在心灵的安顿 （心灵

时空）；另一方面每个个体也要在敦伦尽分中以 “所”为机，渐次实现自然生长、自

由发展和自我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内，致力于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

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让全体人民 “共同

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

与进步的机会”。② 也就是，要让每个人在各得其所中各尽其能，在各尽其能中不失

其所，人人能够安居乐业、安身立命、安所遂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外，在面对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自觉回答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③ 的时代之问，

深刻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倡导和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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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文集》下册，第３３０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４０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２卷，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５３７页。



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
的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谋求 “大变局”后的最佳 “新局”，从而
让世界各国都能得其所、安其位。

４．“育”：以存在看待发展和以发展成就生命。生命的欲望是一致的，但彼此间
却可能是冲突的。西方现代化基于其固有的原子论、机械论的宇宙观，在人与自然、

社会及他者之间形成强烈的主客二分思想，主体对客体的征服、支配观念根深蒂固，

二元对立、自我与他者的冲突构成西方现代文明的内在线索，最终造成了人类的整
体性危机。“中和位育、安所遂生”基于生命存在的差异性，更追求生命之间以及生
命内在要素之间 “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彼此成就、共生发展。在此意
义上，自由不过是 “育”出的一种理想状态———生、共生先于自由。或者说，和谐
共生本就是一种自由状态。安所遂生本质上期待的天地关系，既不是适者生存的自
发状态，也不是理性设计的人为状态，而是恰当发挥人的主体性以参赞天地之化育
的中和状态。这正是人类文明的真理和人类永育永续的存在之道。这是与西方 “以
自由看待发展”① 本质不同的、以存在看待发展的思想，注重常态型、内涵型、整
体型、开放型、主体型发展，根本上是一种走向人自身的存在 （ｂｅｉｎｇ）以及 “好存
在”（ｗｅｌｌ　ｂｅｉｎｇ）即幸福的发展观。② 在国际社会中，中国反对以邻为壑、零和博
弈，主张和践行合作、共赢，强调人类应该和衷共济、和合共生。中国致力于推进
全世界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宽广胸怀和世界格局谋求全人类的生存、发展
和幸福。

结　　语

实践证明，尽管现代化起源于西方，但西方现代化道路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
唯一正确的现代化道路。其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使人类不得不反思其合理性，一些
曾经被西方边缘化的现实路径与智慧资源逐渐被照亮，甚而人们发现它们的真理普
遍性。１９２２年，哲学家罗素结束对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的访问后，指出，“在接下
来的两个世纪里，全世界将受到中国时局发展的重大影响，……这一时局很可能是
一个决定性因素”；“中国人已经发现，而且在好几千年里一直践行着一种生活方式。

如果全世界都采用这种生活方式，就会感到幸福快乐。”“如果我们的文明还鄙视东
方智慧，不能从中学习，就只能走向这一结局”——— “毁灭”。③ １００年后，英国社
会学家马丁·阿尔布劳说：“中国哲学的千年遗产已让中国考虑通透，在不断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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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
参见沈湘平：《以存在看待发展》，《江海学刊》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伯特兰·罗素：《中国问题》，田瑞雪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３、１４页。



资本主义中探索出一条成功的路子，取得的成就超过依然陷于陈旧的理性现代性泥潭
的西方国家。‘清教畸形，儒教行动’ （Ｐｕｒｉｔａｎｉｓｍ　ｄｅｆｏｒｍｅｄ，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ｓ）

可能成为未来最简单的口号。”① 实事求是地说，一方面，我们在继承、发展中国
传统文化根基的同时，从来都强调要基于人类现代文明，吸收西方现代化的一切
有益成果，即便是断定 “２１世纪是东方文化的时代，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
转移的客观规律”的季羡林，也强调要 “在过去几百年来西方文化所达到的水平
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华，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阶
段”。② 另一方面，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髓、蕴含解答西方现代化总问题之基本提示
的 “中和位育、安所遂生”理念，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底蕴作用迄今总体上还是
潜默式的，并未得到系统、自觉的彰显。对于我们来说，“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
刻地感觉它”，③ 也才能更好地激活它，发挥其最大的潜能。习近平总书记要求，
“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
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④ 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对 “中和位
育、安所遂生”理念与实践的深入、系统研究，使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更加牢
固地奠基扎根，更加广泛地饶益众生。

〔责任编辑：李潇潇　薛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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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０年，第１８２页。
季羡林：《季羡林谈东西方文化》，第２０１页。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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